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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波蘭尼「默會認識」看中國傳統音樂在香港的困境 
何耿明 
 
 
（圖片來源：http://www.hkco.org/tc/index.html） 
 
筆者興趣於中國的傳統音樂，演奏實踐多年，今課讀波蘭尼「默會認識」論有所感悟：
「我們可知的比我們可說的要多」（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Polanyi 1966）。中
國幅員廣大，歷史深遠，各地皆有不同特色的習俗文化和音樂傳統，難以勝數。筆者認
識有限，僅從局部所知，「默會認識」地去看中國傳統音樂在香港實踐之困境，發現竟
乃根自於廿世紀初「中華文化國族主義」（羅永生 2015）i下的夢魘，中國傳統音樂文化
在香港傳承之實踐權力空間，更因七十年代港英殖民地政府對中樂收編教育體制而被困，
九七回歸後香港教育統籌局（以下簡稱香港教統局）淪為中華國族主義之代理人，其教
育政策之悖論，實自築籠牢，適得其反。傳統中樂與現代中樂的性質並不相同，必須釐
清，才好施教，本文試論述之。 
 
Tacit Knowing 「默會認識」概述 
Michael Polanyi（下稱波蘭尼）於廿世紀六十年代發表默會認識（Tacit knowing）的哲學
理論，對西方的結構科學革命理論（孔恩 Thomas Kuhn）和教育批判具有重要影響ii。經
歷兩次世界大戰、兩度移民，從科學研究轉向到人文哲學，波蘭尼關懷的是廿世紀現代
科學社會產生的種種問題，提出人們應該回到個體以信念、熱忱和承擔抱負，返回社群
中的傳統去，實踐師徒傳承，方為開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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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尼的中心思想是「一切知識皆是默會的或根本於『默會認識』之中」。（All knowledge 
is either tacit or rooted in tacit knowledge.）（The Tacit Dimension: A New Paradigm for Knowing 
p.71）。「默會認識」是指非語言文字傳達，而是個體自身對外的感知而達致領悟和真正
的理解，心領神會。世間上的事物和意符訊息傳遞的意義是難以利用語言完全說明的。
「『默會認識』與個人實踐密不可分，實踐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默會認識』的過程……」
（《默會維度》，頁 43）。「默會認識」是身心合一的過程，其結構由兩項條件組合，（一）
「焦點覺知」（focal）與（二）「附帶覺知」（subsidiary）。波蘭尼以彈奏鋼琴為例子，鍛
練手指技巧和視譜等技藝是「附帶覺知」，音樂是「焦點覺知」，演奏時心中應注意的是
音樂，不應是手指的運作，演奏者此時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手指如何運作的話，則可能指
法大亂，無法把心中情感從音樂裏表達出來。「默會認識」的「from–to」結構，「是一
個把不連貫的局部理解為完整整體的領悟過程」（《默會維度》，頁 49）。就如演奏者把音
符奏成樂句至到整首樂曲，從中流動情感意念，皆靠演奏者的想像（心）和技巧（身），
頓悟結合一切，方成音樂藝術。「想像是整合得以發生的關鍵……唯有借著我們的想像，
它們才綜合成一個焦點對像 ── 這是越過邏輯斷隙的一躍」（《默會維度》，頁 48）。 
 
波蘭尼否定以科學數據去理解我們的學習和生活，但不幸的是我們的社會正是如此運作。
現代資本經濟社會和體制由科學實證主義支配，建構了我們熟悉的生活空間和習慣，在
官僚體制和經濟霸權下，人的主體性被弱化，傳統技藝流失，藝術美學以經濟角度來衡
量其存在價值，人們缺乏想像力，創作意念受限，漠視人性。波蘭尼認為我們必須重回
人性本體意識出發來實踐，貫徹信念，方有機會平衡目前社會一切以理性治理壟斷的局
面。人類天生存在的「默會認識」能力必須重新正視運用。波蘭尼認為要人們必須恢復
人類天生的感知力量和想像力（cognitive power）（Dimension，頁 61），「有系統地通過努
力或許可以把現代科學草率遺棄了的據地修復，深信最終可以在信念和理據（belief and 
reason）之間取回平衡」（Dimension，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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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樂歷史脈絡 
香港的政治社會背景和意識型態遠為複雜，過去本地傳統中樂以粵樂iii為主（大陸官方
叫廣東音樂），粵樂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應用多種西方樂器和曲式於演奏和創作中，
加入西洋爵士鼓節拍，當時一度稱為「精神音樂」，流行於香港、澳門和廣州等城市的
歌座舞場娛樂場所，是當時的大眾流行文化。這「新穎」的流行粵樂可算是香港本土音
樂文化，唱片更一度風行海內外，具中西融合的重大時代意義，不容忽視。 
 
古今中外，舞榭歌台本是平常不過，但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政大陸後，全力對抗資本主義
社會，高度箝制人民思想，否定了充滿人性和活潑創意的「精神音樂」，認為「廣東音
樂受資本主義的影響更大，糟粕更多，其不健康部分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特點」
（高厚永：《民族器樂概論》，1979，頁 15）iv，把「廣東音樂」定性為「畸型發展，黃色
音樂」，在國內打壓、淨化及收編。中共官方壟斷了民間的文化藝術話語權，音樂創作
至演奏風格都必須取決於長官領導們的意志和政治任務，「民樂」也就在專政下「正規
地」發展起來，並輸出海外華人地區，首先「受惠」的自然是港澳地區，經過大半世紀
之後，在大陸改革了的民樂範式及演奏風格，成為了香港中樂的主流。原來更早發生於
香港的本土中樂（粵樂）卻乏人認真探究和重視，甚至被外行者歪曲和誤傳。香港傳統
中樂長期漸被邊緣化。 
 
五十年代後不同時期南來的音樂家、藝術家和文人開始給香港繪畫出不同的中國音樂文
化印象畫面，區分了所謂「中原文化」的中國傳統音樂想像，及源自華南「嶺南文化」
的本地粵曲／粵樂。這「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二元之詞，在大一統的「現代中華
國族主義」（羅永生 2015）觀念下，有默認「中原」乃中國文化正統之代表，「嶺南」乃
只是中國旁屬之地位。如前所述，香港傳統中樂（粵樂）自有其歷史脈絡，「中原」與
「嶺南」二分之形容並不足以詮譯香港本地傳統中樂實踐空間（spatial practice）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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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個體與社群的關係、生活意義、政治屬性及權力空間之流動，這些問題有待研究
學者田野工作實地查考，暫不在本文範圍。 
 
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冷戰期間，中國大陸和香港及海外等地分隔，充滿國族之情
和鄉土情懷的文藝作品，令香港人對中國大陸充滿了好奇與想像。中國音樂成為人們對
中國思情和想像的媒介和慰藉。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知識份子和精英，雖然彼此政治
對立，但其實都受到中華文化國族主義思想所主導，香港年青人參加國樂隊，演奏仿效
西方交響樂的大型民樂作品（香港叫中樂，台灣叫國樂），容易令個體投射去被視為母
體的偉大中華民族的浪漫情懷中。民族音樂學者余少華指出，這些大型民樂作品「其所
謂民族風格，實離中國民間傳統風格或品味頗遠，但這正正是二十世紀中國所普遍追求
的，想像的國際化及現代化，亦屬自我東方化的一種表現」（余少華：《樂猶如此》，2005，
頁 181）。至於香港本土傳統的粵劇粵樂開始被認為「落後於時代的」v，在新派中國知
識分子眼中，並不足以代表「純粹的」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期間，
香港殖民地政府把演藝和教學收編入體制vi之中，參與教學工作者大多是六七十年代後
期從中國大陸來香港定居的中樂家，自此把一九四九年以後由大陸官方發展的民樂範式
殖入了香港的教學體制中。此舉把香港仍奉行傳統師徒制度變成學院式訓練，傳統教學
的權力空間因而被學院體制入侵，但學院裏的導師們卻受到更高權力的評級和監管，此
令到傳統技藝的多元性演奏風格受到限制，結果發展成單一由官方認可的面相。 
 
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市民自由往返中國大陸多年，中國神秘浪漫面紗已被揭去，懷
鄉顧國之情不再。到今天廿一世紀，現代中樂作品採用更多西方現代作曲技巧，沒有了
過去的鄉土情懷和中國調式韻味，新作品偏離了上一代人熟悉的口味，舊觀眾漸漸流失。
民樂／中樂作為扣連海外華人和中國大陸母體的情感媒介功能漸趨淡化。香港欣賞傳統
中樂的大多是上一代人，粵曲、粵樂被標籤為長者才聽的音樂。七十後出生的港人大多
對粵樂陌生，還正在不斷改革變化的「現代中樂」vii與傳統的中樂，在現實生活中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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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實踐的空間，都在困境之中。 
 
香港教統局「音樂科課程指引」的悖論 
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原來效忠英女皇的殖民地政府官員必須轉向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共政權。在政治正確下，特區政府推出教育政策，充滿「認祖歸宗」的味道，似企圖一
洗過去殖民地時期被指為「忘本教育政策」viii之嫌。從二零零三年香港教統局的音樂科
課程指引ix（下稱 「課程指引」）的「2.5 價值觀與態度」，我們試理解一下當局的心思：
「透過音樂的學與教，可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態度，如：『演奏和欣賞中國音
樂，培養國民意識』『演奏及欣賞粵劇粵曲，瞭解和尊重本地傳統』」（音樂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頁 12 ）。 
 
以上課程指引如果真的將「演奏和欣賞中國音樂」理解為「培養（學生們）國民意識」
的工具的話，當局恐怕只會是一廂情願，空夢一場。因為按此邏輯，那如果香港學生們
演奏和欣賞日本音樂，就會同時培養了日本國民意識了？七八十年代很多香港學童收看
日本卡通劇集主題曲長大，香港又到處都是日本料理、日本生產的電器、日本小汽車，
香港人一早變成了日本國民？到今天是韓劇及韓國流行歌曲當道，滿街又是韓國品牌手
機和電視影音器材，難道香港市民又充滿了大韓國民意識？ 
 
「課程指引」要音樂老師設計課程活動給學生「演奏及欣賞粵劇粵曲，瞭解和尊重本地
傳統」，此話假設了所謂本地的傳統並不曾受到尊重，才設法教育學生正確態度看待？
然而，無知小學生為何會對未曾認識的事物不尊重呢？如果今天粵劇、粵曲一直是大眾
生活的習慣或流行熟悉的傳統，何須用設計課程教育之？正如我們不用在學校課程裏教
學生們如何正確態度清明節去拜山，或者去黃大仙祠祈福進香，傳統應該是活在大眾生
活中，我們從少長大就「默會認識」的。「課程指引」的語境，似視本地粵語音樂傳統
文化為一個「他者」x去瞭解和尊重，學校裏很多音樂老師根本從未親身實踐接觸過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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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粵曲，對其底蘊一無所知，又叫他們如何正確教導小學生演奏及欣賞？相信對粵劇和
曲藝有認識的朋友們都會同意：倘真要瞭解和學懂欣賞粵劇／粵曲傳統藝術，真談何容
易，若非全情投入傳統的粵曲社群中，長期追隨名師實踐學習，是無法掌握和領略欣賞
的。單憑一紙政策指令，要求一位可能完全對粵劇曲藝外行的老師來「設計課程」，就
可望學生瞭解和欣賞傳統粵劇曲藝？聽來也難以令人相信。我們可隨便找個比喻：我們
不會相信一位不喜歡中菜的人，可以設計課程去教導學生如何瞭解和欣賞中華廚藝；又，
我們不會相信從不游泳的人，可以有能力設計課程去教導學生如何瞭解泳術，這是常識
（common sense），「課程指引」連常識不如，實對傳統粵劇曲藝的草率和輕視，再言甚
麼尊重傳統，簡直是自欺欺人。 
 
「課程指引」引用孔子儒家學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課程指引：概論，頁 3）來改
變社會風氣。到底當局是甚麼人對現狀有何不滿意，想要改變社會甚麼風氣呢？看來就
是當權者想要「培養」香港前殖民地時期從來都沒有過的「國民意識」了。孔子儒家學
說於封建帝制時代受歷朝帝皇推崇，奉為先師聖人，以其學說治理社會。儒家治國一切
論說基於一個基調，就是確保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宰制與從屬秩序，必須永恆不變，提
倡以「樂」來改變人的意識型態，以「禮」來定立人在社會的各種行為法則。自古以來，
音樂被專制政權挪用為主導人民意識型態的工具，目的就是「移風易俗」，便於管治。
孔子學說受特區政府挪用，其原因不證自明，皆因源自殖民地架構的管治性質屬於宰制
專權，專權者必然受到孔子學說吸引。孔子的話語有很多處世哲理和智慧，但我們不要
忽略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當時身處的「世」，即社會制度和環境與我們今天廿一世紀的
社會是截然不同，他的話語無可避免地受到當時封建社會思想所影響，我們不應照單全
收。我們不禁要問，到底今天誰有無上權威去為我們的生活移風易俗？要移的是甚麼樣
的風？易的又是甚麼樣的俗？我們何曾同意了？ 
 
香港教統局「課程指引」這種翻來覆去的給教師們的指示文字，只會適得其反，嚴重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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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教師的主體性，也無助學生提升學習能力和條件。事實上無論中樂或西樂，如波蘭尼
指出，最好的教學法還是傳統的師徒教學傳藝方式，根本毋須長篇大論的文章及鉅細無
遺的課程指引和監管，尤其是音樂技藝，傳統教學是口傳心授，即是「默會認識」的方
法。可是傳統的師徒教學的實踐權力空間早就被官方的教育體制和消費主義壓迫至走樣
變形，趕入困境，「課程指引」只不過是香港官僚體制下疊床架屋的一堆評估報告，看
不到任何有效促進生產力之餘，只平添無謂壓力給老師、學生和家長。文化技藝傳承一
定要進入傳統社群實踐，如果放入政府教學體制，再由第三者的權力來不斷評估，只會
是惡夢一場。 
 
「課程指引」第一章概論的封面用了古琴的減字譜的設計，第三章封面用了粵曲的工尺
譜作設計。設計者別有用心地挪用了此兩幅圖像，用意是否象徵香港九七後，教育也應
脫離洋人外族，歸根回去所謂的中國傳統去？古琴與粵曲、粵樂（廣東音樂）是兩個完
全不一樣的中國傳統音樂體系，粵曲、粵樂兩者性質也不盡相同，而今天演奏考級體制
所教的中樂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按西方樂理與美學觀念改革的「現代中樂」。古琴、
粵樂和現代中樂三者發生於中國土地不同時期和空間，三者的屬性、音樂體系和意識型
態並不一樣，其面向和功用也不一樣，以下稍為說明。 
 
中國古琴的默會世界 
在未有現代科學主導的中國古代世界中，「默會認識」能力，包括個人頓悟、美學想像、
自然道德受到高度重視，古琴（七弦琴）成為修身習德的道器，即提升「默會認識」能
力的工具，音樂反是次要。我們試從《琴道》xi去認識古琴的特性：「……古琴音樂並非
以旋律為主，古琴音樂之美不在於連續的旋律中，而在於每一個獨立的音符本身。『以
聲作畫』或許是敘述古琴本質的一種方法。」（高羅佩 R.H.van Gulikxii：《琴道》，李美燕
譯，1939，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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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深受道家思想影響，主張個人內心的精神世界比外在的物質世界更為重要，以彈琴
感應自然宇宙；古琴包含了波蘭尼「默會認識」的個人、想像、無法批判、實踐等主要
特性。「琴人」在古琴界中是一個崇高的身份尊稱，「琴人」以琴音成詩作畫，同時具有
「文人」和「詩人」的內涵。「琴人」並非為他者表演為目的，而是追求自我心靈上平
衡為目的，這是「我／我」的關係。琴人雅集以樂會友，通過琴音默會對方心意，如古
代伯牙彈琴，子期知音的故事，知音朋友關係是「我／你」的關係，性質與今天的舞台
表演藝術絶然不同，資本社會的舞台表演是供應與消費，是「我／他」的關係。 
 
彈古琴是與自己心靈的真誠對話，追求精神上的美善與大自然的和諧，這應對了波蘭尼
「默會認識」個體從實踐中追求美善和德行的面向。中國「琴人」的音樂思想和波蘭尼
「默會認識」思想兩者都有一個寄託框架，只是所寄託之對象不同，「琴人」寄託於自
然道德之崇敬，而後者寄託於宗教救贖之信念。 
 
反觀今天物質資本社會的音樂表演意義，恰與琴人思想和實踐方式背道而馳。今天學院
裏的專業訓練要提升學生複雜多元技巧，並以技巧難度來評級，任何表演藝術的專業，
必定要有觀眾對象（他者），這是「我／他」的關係，當沒有一個他者作為觀眾存在的
時候，表演意義和表演者的身份也無法構成。再者，娛樂表演大多迎合觀眾的喜好，難
說表演時完全有「真我」的投入。 
 
民間的樂聚與現代化大型中樂團 
古琴之外，中國音樂另一個傳統體系就是三五知己的音樂聚會。不同地方有其音樂特色，
今天官方以地理來劃分，歸納為地方音樂，例如「廣東音樂」、「潮州音樂」（潮州「細
樂」）、「江南絲竹」等等，以區別於學院的民族音樂專業（主要為表演用）訓練，這些
各有特色的地方音樂被認為不符合現代樂團的統一性要求。筆者親身見證七十年代香港
中樂團創團時（一九七七）所遇上的困難，樂師們來自五湖四海，各有地方風格和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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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法聲韻的習慣和處理都自有一套特色，且不習慣看指揮，結果樂師們要捨棄原來所
學的傳統，重新適應。 
 
由此我們得知，現代化的大型樂團和傳統民間音樂範式是有所衝突的。今天體制下的音
樂學院專業訓練是要為大型樂團（包括中西樂團）提供高技術水平樂師的選擇，其中有
其主觀理想目標和道理，即如：嚴格有效的音樂技術訓練令學員學習紀律和自信，專業
身份認同令樂師有較高社會地位，依照西方樂理改革的樂器代表現代化了的正統「中華
民族」音樂的聲音，超越了地方性，經過政府及大眾媒體推行，得以流通全國，情況有
如普通話與地區方言的關係。大型中樂團因為按照西樂範式，作曲／編曲以西方的和聲
對位、指揮，採用五線譜與「國際接軌」，即可與西方器樂的音律，音色兼融，無障礙
地與西方樂團和作曲家合作演奏。以上目標和意義通過大半世紀的努力已經貫徹地實踐，
筆者也曾是這改革新體制的受惠者之一，但當我們反思以上存在性意義（existential 
meaning）的同時，會發現其指示性意義（denotative meaning），其實是表示中華傳統技藝
文化已去其糟粕xiii，中國已改革成現代化的強大國家，此意義寄託於現代中華國族主義
下的民族自尊心和沙文大國主義文化身份的追求。 
 
回過頭說傳統民間的樂聚，它的特性似乎一直是不妥協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令人驚
訝是，儘管上海這座城市長期受到西方的影響，而且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社會劇烈變遷，
但江南絲竹音樂及其演奏者所體現的音樂實踐和價值仍是『傳統的』和『中國式的』，
而不是『革新的』和『西方式』的。」（韋慈朋 J. Lawrence Witzlebenxiv，1995：《江南絲竹
音樂在上海》，阮弘譯，2008，頁 4）。不同於中國過去學者只著重文本和理論，韋慈朋
研究的是中國傳統音樂家及其所處的音樂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真實關係和意義，這些問題
過去在中國並不受到官方重視。 
 
「樂社就是在社會文化中一個獨特群體的實例，它的成員是自願參加的，而不是歸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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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建立在共同的興趣而不是共同的背景或社會地位之上。經濟地位不是決定誰能參
加的因素，樂器通常是共同享有的，儘管各人的技術和能力不同，但機會平等，這也許
是江南絲竹傳統的基礎。」（韋慈朋，1995：江南絲竹音樂在上海，阮弘譯，2008，頁 31） 
 
「廣東音樂」、「潮州音樂」與「江南絲竹」有互相關聯的音樂歷史源流，大家並非各自
獨立毫無關係的，他們都有同樣傳統操作範式和人文精神的意義，即「建立在共同的興
趣而不是共同的背景或社會地位之上，機會平等」地把社群有效扣連於一個大家認同的
傳統文化中，起著和諧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筆者每週末都上茶館與友樂聚幾十年，從
體驗中對韋慈朋三十年前在上海的觀察大有同感；來茶館的樂友是演奏者也是觀眾，兩
者界線模糊，你／我難分，合樂時不看樂譜，每人各自即興加花演奏，大家隨著音樂流
動默會成曲，每次重覆演奏時都每有所不同，也是趣味之所在，大家也會嘗試用不同樂
器或調門試不同組合去玩奏同一樂曲，偶有所得，其樂無比，這是傳統樂聚中個體與整
體互動再創作的實踐機會。反觀今天學院式的訓練，不容許學員自行偏離樂譜和改變樂
器編配，缺少自由參與創作的實踐機會。如果我們只機械地或公式化地按譜子所示演繹
一首樂曲的話，這將不過是一項複製的過程，而並非演奏者主體真實情感和意念流動在
內的藝術。故此越是記錄詳細的樂譜，必更大的約束和限制演奏者的主體性。 
 
「默會認識」──走進「傳統」裏實踐學習 
「傳統」的語意頗為籠統，一般指宗教、習俗、技藝制度世代傳承的意思xv，我們或試
從狹義與廣義的角度進一步理解「傳統」所包含的意思。「傳統」可狹義理解為理論文
本上的傳統，於樂器上是音律、曲譜和指法等等；可稱為「理論傳統」。傳統的廣義可
理解為一般所指的社會關係上的傳統，即不同地方社群代代相傳的宗教禮儀、風俗習慣
和禁忌等，於音樂上就是人們互相認同的演奏操作方法、共同的美學標準觀念、身份認
同等等，可稱為「實踐傳統」。「傳統」是相對性的，不是絕對性的，是在社群中默會地
傳承和持續變化的。任何領域的傳統，無論「理論傳統」或「實踐傳統」必定由社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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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權威來建立。走進「傳統」裏實踐學習，須先抱著信服權威、尊師重道、虛心學習
的心態。音樂學院的教材和訓練大多屬於「理論傳統」，每所學院和訓練方法經過多年
也可能會形成自己的一個獨立的傳統習慣和標準，但同時必須走進融入社群中相對更大
的、歷史相對更深遠的「實踐傳統」裏，方能完整所學。因為學院裏的「理論傳統」是
僵硬的、經過篩選的、有規限的記錄，但在社群裏的「實踐傳統」則是道地的、活潑豐
富的、富有生命力的，當中有很多經驗和感受是不可能記錄言明的，只能參與傳統社群
來實踐默會，事實上很多專業領域都注重實踐的要求，如律師、醫生、會計師、土本工
程師等等皆是，他們要追隨的「實踐傳統」就是他們前輩們累積下來的、不會言明的技
術經驗、操守紀律，和專業精神，更加重要的，是學會尊重群體合作的關係。 
 
中國過去的傳統音樂以「默會認識」來傳授學習，傳統記譜方法看來沒有西方的五線譜
詳細，但其實當中有其道理。首先是中國的古琴減字譜，它詳細記錄了左右手指法在每
條弦上的位置和動作去向，但沒有音高、節奏拍子或快慢時值符號，入門者須用心聆聽
老師一字一句，然後仿照彈奏，就似初生嬰孩學語，掌握了一定程度時，就自行默會打
譜彈奏。同一首琴譜由不同的人打譜彈出來，聽來可能是不同的樂曲，在此自由創意空
間下，產生了不同的風格和意境。 
 
另一例子是中國的「曲牌」，簡單記錄主要的幾個骨幹音符和板數，快慢加花做句等由
樂師自行決定，只學會骨幹音的初學者其實已可以與前輩一起共奏，從中領略前輩們如
何加花的不同韻味變化，這是一個「默會認識」的傳統實踐過程，不會寫明或言明。至
於粵曲所見的工尺樂譜其實只多用於「小曲」唱詞中，粵曲其他更傳統的部分如「梆簧」、
「南音」等等，是「問字攞音」，即唱者以曲詞中字句本身的平仄聲韻來決定音高，而
不會記下樂譜或工尺（音符）的。粵曲「問字攞音」唱者自身母語必須為粵語，吐字行
腔根本難以利用筆墨符號準確記錄交待，故只能默會，口傳心授，「問字攞音」這傳統
音樂操作方式本身就是「默會認識」的最徍範例。粵曲因有唱詞，譜上多了細節，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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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叮板或快慢要求，但仍留大幅空間讓唱者與拍和者自由行腔度曲。可以說，傳統中
國音樂，包括古琴（獨奏）、絲竹（合奏）和曲藝（唱與拍和）三個傳統音樂體系都有
很大的即興創作自由，三者都是以口傳心授，「默會認識」來世代傳承。 
 
以上所說的，是傳統中樂傳授的實踐重點並不是要求「附帶覺知」的曲譜如何被彈奏，
而是著重學生「焦點覺知」的音樂意境如何被啟發。中國傳統音樂，是個體內居（indwelling）
於整體中，如波蘭尼所說，人與人之間因此可以「歡會神契」（conviviality）（《默會維度》，
頁 58），互相扣連出自成一格的文化特徵實體，最終產生更深遠的意義，即是中國傳統
音樂文化的身份認同和追求對傳統的傳承使命感和意識型態，是「默會認識」的本體論
部分（ontological aspect）。 
 
廿世紀國族主義的夢魘 
高羅佩（R.H.van Gulik）《琴道》一書發表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從帝國體制轉變為
共和制的雛期。高氏在該書最後一個註腳記下了他面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情景和感受：「在
這動盪的前十年裏，古琴差點就遭受許多其他中國古老樂器相同的命運，亦即經歷了傳
統中斷，音樂淪失。……古琴的學者日漸凋零，而且年輕一代中國音樂家完全專注研究
西方音樂」（高羅佩：《琴道》，李美燕譯，頁 180） 
 
高氏雖然不是中國人，但是反而比多數中國人更能認識和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親身投
入傳統中去實踐學藝，這是基於他對美好事物追求和欣賞的道德感和信念。 
 
「我或許太過天真、自信、但仍相信永恆價值的存在，我也確信真正美好的事物將永遠
長存，即使這些美好會遭受忽視或壓制，但它們絕不會永遠消失。就為了這個理由，我
大膽地出版這本關於中國古琴之學的著作。古琴及其音樂的內在美是如此這般地使我有
信心，往後必定會有他人繼續彌補我所留下的空白」（高羅佩：《琴道》，李美燕譯，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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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 
 
高羅佩同時對當時中國社會音樂文化態度大力批判斥責：「許多現代中國人對於他們自
己音樂的無知，實在令人震驚。一九三七年我在讀一本通常保有高度文學性和科學性水
準的中國管理期刊時，（《天下月刊》，四，頁 54；音樂編年史）看到奇怪的陳述如下：
『大多數中國樂器仍然相當粗糙和簡單，不但無法發展出高度的技術，甚至樂器的音質
也不悅耳，七弦琴更是幾乎沒有任何聲音。』」這篇作者還繼續說道，「所有的中國樂器
都必須「修正」，使他們能再現西方特徵的音階。如此的提議牽渉到曲解和惡意破壞珍
貴的音樂資料，也只能出現在像現在這樣的時代中，每天都有更多的產生，但音樂品質
卻更差。在這個時代，不同發聲樂器將西方音樂的鉅作隨意丟給群眾去搶。」（高羅佩：
《琴道》，李美燕譯，註腳 3，頁 181） 
 
顯然，身為外交官的高羅佩對東西方世界的認識比當時的中國人有更廣闊的視野，他的
最後「註腳」擲地有聲，但他可能不知道今天的情況是，現代中國大部分人仍然對於他
們自己音樂無知，不過沒有人為此而感到「震驚」，所有的中國樂器八十年後的今天都
已經被「修正」，他們再現的也只是西方特徵的音階，一切變得理所當然，並以此創作
了不少新的「中國音樂」作品。這些不乏優秀的作品到今天已構成一個新的「中國音樂」
經典、集體印象和回憶，是晚清帝國積弱時便開始萌生的中華國族主義思潮下，由西學
知識份子們企圖推倒一切中國傳統，想像建構而成新的中華民族音樂範式，此與原來傳
統中國音樂思想的面向背道而馳，傳統中國音樂面向著重處理個體與社群的團結融洽，
新的中國音樂面向著重於建構國家與民族的意識型態。 
 
傳統中樂範式與新的中樂範式在意識型態上是有衝突的。傳統的古琴雅集，民間樂社的
範式是向內的，注重個體的內心感知世界，內居於傳統的實踐，達至社群的和諧整合，
是「我／你」的關係。現代中樂範式是向外發展的，本質是具有高度政治主導意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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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國族建構的想像，不斷追求發展高新技藝，面向觀眾和國際，是「我／他」的關係。 
 
現代中華國族意識型態下的中國音樂新範式經歷日本（他者）侵華xvi及國共內戰xvii而再
度得到進一步強化。換句話說，今天官方認可的中樂專業範式是自清覆亡後，由中華國
族主義帶動，以西方音樂話語建構出來的中國音樂想像，並因為有外國勢力「他者」侵
入而強化了中國的「我們」。中國參照西方管弦樂團，發展出「大型民族樂團」。但無論
中央政府如何推行，這只不過是政策下的一個國族意識型態的符號和機器，當中國進入
開放經濟模式時，這個國族或東方代表符號便會漸漸地被大型基建地標、高新科技商品、
超級企業品牌，和國際級的都市盛會所取代。到今天中國已急步邁向全球，在共謀互利
的全球金融資本制度下，外國「他者」敵人的身份界線日漸朦朧。現代大型民族樂團（或
叫中樂團），由作曲家和指揮主宰，樂師只是從屬地位，當新一代作曲家民族意識和情
懷不再時，這些西化了的中式樂器將會變得了無意義，在新意義未曾來臨之前，只會餘
下一堆與大眾生活記憶無關的聲音碎片和空白符號，也許只當為作曲家們創作的靈感元
素。經過大半世紀苦心經營、改革的現代大型中樂團與傳統中樂，兩者同樣面對如何走
下去的問題，是廿世紀中華國族主義的夢魘。 
 
結論 
上世紀的中華國族主義主導下，中國急速現代化，傳統的生活文化和人文精神隨之消亡，
中國民間傳統音樂被官方收編入教學體制以建構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傳統音樂技藝被
統一規範化、理論化，建立了專業的評級制度，可是傳統音樂的實踐權力因此而受困於
官方的話語權中。中國政權一方面挪用了傳統的理論，但另一方面否定傳統的實踐環境
和關係，並視之為「糟粕」，中國傳統音樂的「糟粕」並非在於它們的樂器本身的型態、
記譜法、自主性、社會功能和關係，相反地，真正的「糟粕」是封建思想專權者利用音
樂設定的意識型態和代表權力象徵的意義。封建、帝制、殖民地如果真的過去的話，音
樂就不應繼續被專權統治者作為宰制人民的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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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統局制訂的中樂教育目標政策，無法令年青學生們真正了解自身的傳統文化和歷
史來龍去脈，自三十多年前港英政府收編中樂及推行下，很多人從少學會了中樂器，但
除了個別少數人成為專業樂手，大多數人無法運用所學於日常生活中，變得學非所用。
理論不應與實踐分割，傳統中樂實踐的空間早被擠壓，令理論脫離實踐，是現實的困境。 
 
我們有責任把人類美好的事物傳承下來，學習傳統中樂可為我們提供鍛練感知力量和想
像能力的機會，整合身心，繼而建立新的社會關係、新的文化意義和詮譯，要欣賞傳統
中樂的美妙，必須懷著信念和熱情，認真投入傳統裏實踐。正如波蘭尼所言，以信念為
先，跟從社群的傳統實踐而獲知，世代相傳，於科學實踐中亦然。 
“… traditions do not exist apart from the communities that embrace them and transmit 
them to subsequent generations.” “If knowing is rooted in submission to tradition and 
authority, it follows that belief precedes knowing—even in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
（Dimension，頁 68） 
 
中國傳統音樂要脫離目前困境，就要社會教學轉變範式，包括觀念、行為方式、習慣和
權力空間，這可能是躍進式的革命，也可能是跨世代的默會進程，如波蘭尼之言，人要
憑著信念和貫徹實踐，或可重抱真理、美善，和公義。（The Tacit Dimension，頁 101）只
是，在道德信仰淪落的社會國度，信念又如何建立？ 
 
參考書目 
Mitchell, Mark. “The Tacit Dimension: A New Paradigm for Knowledge”, In Michael Polanyi : 
the art of knowing, ISI Books, Wilmington, Delaware, pp. 59-103, 2006. 
Polanyi, Michael. The Tacit Dimensi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6. 
李白鶴，1981。默會維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默會認識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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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北京，2009。 
余少華。樂猶如此，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香港，2005。 
高羅佩（R. H. van Gulik）著。李美燕譯。琴道，聯經出版，香港，2015。 
韋慈朋（J. Lawrence Witzleben）著。阮弘譯。江南絲竹在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
上海，2008。 
羅永生著。李家真譯。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 
 
i
 參考：羅永生：《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2009》（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李家真譯，2015，第 5 章：
中華文化國族主義與華南地方主義） 
 
ii
 參考網頁：Michael Polanyi and tacit knowledge 
http://infed.org/mobi/michael-polanyi-and-tacit-knowledge/ 
 
iii
 香港傳統中樂／粵樂，參考：余少華，2005，《樂猶如此》，頁 158 至頁 171 
 
iv
 高厚永著《民族器樂概論》頁 326 後記：「初稿成於六十年代初期。原稿的每個章節都經過上海音樂學
院沈知白先生審閱和修改。 尔後，於一九六四年曾在中央音樂學院和中國音樂學院作為課程」該書於文
革前編寫，於文革結束後三年才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對廣東音樂定性為「黃色音樂」依然未改，
於此可見，文革雖然過去，但中共的意識型態及文化政策方冋並未因此而改變。  
 
v
 ［落後於時代］：香港本地文化在中國新派知識分子眼中視為落後，（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
權力》，香港：政治殖民地與文化沙漠，頁 149）原文：「香港，實際上是包括廣州等城市在內的整個華
南地區，都在中國新派知識子眼裏呈現出了一種黯淡的形象。華南不再是國族政治革命的策源地，與此
相反，它已經落後於時代，抱持著遭人詬病的文化保守主義，由此便對新一輪的革命性變化無動於衷。」 
 
vi
 一九七七年成立了香港中樂團，給中樂從業者一個法定專業身份。同期音樂事務統籌處，中樂走向普
及化，從小學開始便可接觸和學習中國樂器。一九八四年香港演藝學院成立，自少從音樂事務統籌處學
藝的學生，可以有機會去香港演藝學院進修，考取中樂演奏文憑或演奏學士學位的資格。 
 
vii
 不斷改革的「現代中樂」：中國農業社會，傳統樂器以［八音］分類，代表著大自然八項材料的聲音，
音律亦以本身語言聲為基礎。為把「中樂」發展成現代交響樂的和聲和對位曲式，上世紀中國傳統樂器
被改革成西方的音律和向利於西方和聲樂的音色靠攏，樂團的編排坐位亦不斷改變，過程中一些最具代
表的中國傳統樂器根本不能被安排在編制中，如秦琴便時，只被列為民間樂器或傳統特色樂器，這中國
樂器，從音色到樂團編配，到今天仍在改革中，我們或可視為「現代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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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忘本教育政策］節錄自：（劉靖之：緒論 vii，引言《香港音史論，文化政策，音樂教育》，2014），
「港英政府將香港人的文化生活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傳統割切開來，從教育和文化交流上切斷雙方的來往，
執行殖民主義的忘本教育政策。」 
 
多謝劉靖之先生提出［忘本教育］之說，勾起了筆者無限回憶和感慨：因為按劉先生之言，我們全體香
港市民，上至高官、公務員，下至老師、家長學生，或包括劉先生本人，於港英年代都是擁抱著「忘本
教育」的「持份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雖然與大陸分隔，但稍知「冷戰」這段歷史的，便知此非
由單方政權做成。在英人管治下，左右兩派報章和政治文化活動在香港大鳴大放，香港的文化生活又何
曾如劉先生所言「與中國大陸文化傳統」割切過？筆者還記得六十年代成長時，灣仔大街小巷中耳聞目
聽大陸的革命歌曲，左派機構邀請來港表演的大陸藝團更從未間斷，專賣大陸歌曲唱片的藝聲唱片公司
及左派大陸電影的南洋戲院就在家門咫尺。到筆者一九七七年參加香港中樂團，共事的大多數團員，包
括總監吳大江（已故）都是六七十年代從中國大陸來港的人，彼此出身語言文化背境完全不同，但就合
作共事，互相影響。上世紀倘非中共之殘暴無道，誰願「忘本」逃來香港的？誰會甘心受外族管治，仰
他人鼻息的？倒是中國今天早已不受外族管治，大陸有錢家長和高官卻紛紛送子女去歐美學府留學，又
不知應當如何解讀這「自我忘本教育」的現象？到底香港人是港英政府「忘本教育政策」的受害者還是
受惠者，十分爭議性，由讀者自己感受，自己判斷好了。    
   
ix
 2003 年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參考: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
edu/references/music%20complete%20guide_chi.pdf 
 
x
 ［他者］ 上世紀由中國南來知識分子及精英視香港事物為他者，粵劇、粵樂漸被邊緣化與此不無有因。  
參考：羅永生：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頁 151，「香港益成為了中華國族主義者心目中的他者──
落後、粗俗、而且殖民化。」 
 
xi
 《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39：荷蘭藉高羅佩 R.H. van Gulik 著，是史上第一本研究古琴
的論著。影響後世深遠，研究古琴必讀。 
 
xii
 高羅佩：（1910-1967）本身是一位外交官，精通多國語言，熱愛中國古琴、書法，他熟悉古琴及中國
傳統文化，是通過努力實踐而來，比很多中國人更「中國」，高氏廿九歲 （1939）以漢文言為《琴道》
寫的［後序］，概述了古琴思想意義，在此全文收錄如下： 
「夫此者內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蟬裞塵埃之中，優遊忽荒之表，亦取其適而已，樂由
中出，故是此而非彼也,然眾樂琴為之首，古之君子，無間隱顯，未嘗一日廢琴，所以尊生外物養其內也，
茅齋蕭然，值清風拂幌，朗月臨軒，更深人靜，萬籟希聲，瀏覽黃卷，閑鼓綠綺，寫山水於寸心，斂宇
宙於容膝，恬然忘百慮，豈必虞山目耕，雲林清閟，蔭長松，對白鶴，乃為自適哉，藏琴非必佳，彈琴
非必多，手應乎心，斯為貴矣，丙子秋莫，於宛平得一琴，殆明清間物，無銘，撫之鏗鏘有餘韻，弗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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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高士選雅名，銘之曰，無名，非欲以觀眾妙，冀有符於道德之旨示。余既作琴道七卷，意有未盡，更
申之如右，然於所欲言，未磬什一云。和蘭國笑忘高羅佩識於芝臺之中和琴室。」 
 
xiii
 文化［糟粕］：高厚永：《民族器樂概論》1979，頁 2：「毛澤東同志說：中國的長期封建會中，創造
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
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條件。」以上毛澤東對傳統事物要剔除「糟粕」之說，令坐擁權力的人
操有無限的生殺大權，結果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必須理解，在一人眼中之糟粕，可能是另一人眼中
之精華，任何人都無權扼殺他人的選擇權利，切記。 
 
xiv
 J. Lawrence Witzleben：美國民族音樂學者韋慈朋習中文，古箏和洞簫，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執教
中國音樂近廿年，一九九五年發表論文《江南絲竹在上海》。 
http://www.music.umd.edu/faculty/music_directory/musicology_and_ethnomusicology/j_lawrence_witzleben 
 
xv
 ［傳統］參考：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0%E7%BB%9F 
 
xvi
 日本侵華，激化了中國人對國家民族的意識，中國作曲家創作抗日歌曲，如冼星海作［黃河大合唱］
（一九三九）、張寒暉作［松花江上］（一九三六），激發不少國民參加救國行動，歌曲情感真摰激昂，
到今仍被人傳頌。 
 
xvii國共內戰，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清楚指出有兩條戰綫，一是軍隊，二是文藝，
文藝包括音樂必須為政治而服務，中國民間音樂被強化成為連結無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Althusser: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把無產階級的敵人，即資產階級、地主和資本家排斥於外部。 
